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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述性偏好研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为复杂健康背景下的健康决策提供偏好证

据。关于显示性偏好与陈述性偏好之间的假想偏差和陈述性偏好结果的外部效度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与讨论。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对利用选择实验法测量的陈述性偏好与基于真实世界选择行为获取的显示性

偏好在医疗卫生领域对比研究的现状、路径方法以及潜在挑战进行分析，以期为显示性偏好和陈述性偏好的

对比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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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d preference research is being increasingly applied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providing 
preference evidence for health-related decision-making in complex health contexts.  The hypothetical bias between 
Revealed Preference （RP） and Stated Preference （SP），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SP results，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cademic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literature review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stat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potential challenge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SP measured 
using choice experiments and RP derived from real-world choice behaviors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comparisons between RP and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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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偏好是其内在效用获益和风险权衡的外化

表现，是患者参与医疗卫生决策的信息表达载体。［1］

患者偏好日趋成为评估和保障医疗服务质量的关键，

同时也逐渐成为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的重点环节。［2］考虑患者价值观与

偏好可以为药物早期临床研究的结局指标选择、药品

监管审批阶段的风险获益权衡、医保报销阶段的卫生

技术评估决策等提供信息。［3-4］纵观全球，患者偏好的

测量与应用已成为医疗卫生决策中各利益相关方关

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方法学探讨·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404059）
作者简介：李金枝（2003年—），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与卫生技术评估。E-mail：jinzhili22@m. fudan. edu. cn
通讯作者：刘世蒙。E-mail：smliu@fudan. edu. cn

73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May 2026， Vol. 19 No. 5
评中心也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 ICH〈E22：患者偏好

研究的一般考虑〉指导原则草案意见的通知》。［5］

按形成的假设条件不同，患者偏好有两种表现

形式，即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RP）和陈

述性偏好（Stated Preference，SP）。RP 通过真实世界

中患者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揭示个体的偏好信息，患

者需要承担由决策带来的风险和获益；SP基于假设

条件下受访者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患者无需承担

任何风险。［6］两种偏好方法的经典假设均是追求效用

最大化，但不同的是由于患者在实际选择时无法获

取与备选方案相关的全部信息，因此，RP下的效用最

大化为患者在实际决策场景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能

够做出的“次优选择”；而 SP是指在完全理性的情境

下，患者会做出对他们而言效用最大的选择。［7-8］

完全理性情境下的 SP 与有限理性条件下的 RP
之 间 存 在 的 差 异 被 称 为 假 想 偏 差（Hypothetical 
Bias）或偏好偏差（Stated-Revealed Preference Gap），

以下简称“RP-SP 偏差” 。［9-10］有学者将假想偏差解

释为具有假设性质的 SP 缺乏后果性或激励相容

性［11］，亦有研究将其归因于社会期许效应［12］。虽然

当前尚未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模型来解释

假想偏差的成因，但“RP-SP 偏差”已成为学术研究

和实践应用领域的重要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个体在虚拟市场中的

选择行为，发现虚拟情境和真实场景下的假想偏差

始终存在。“RP-SP 偏差”的存在限制了 SP 证据在卫

生决策、经济评估等领域的应用，例如 SP与 RP不一

致导致医疗服务与患者偏好不能匹配，从而造成患

者依从性下降、治疗结局不佳［13］；SP 对医疗服务实

际接受概率（up take rate）的高估则可能造成对增量

成 本 效 果 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的低估［14］。

目前，SP 研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而

RP 研究相对较少；RP 和 SP 联合研究在其他领域如

交通运输、市场营销、食品选择等方面存在［15-17］，在卫

生领域较为缺乏。当前，逐渐有学者探索联合 SP和

RP 数据并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偏差问题。［18-19］基于

此，本研究旨在对医疗卫生领域中利用选择实验法

测量的 SP与基于真实行为获取的 RP的比较应用现

状进行文献综述，分析 RP-SP偏差研究的方法、路径

以及潜在挑战，以期为RP与 SP偏差研究提供循证依

据，并为未来研究设计与方法优化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万方、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四个数据库进行了文献检索，检索时间范围

为建库至 2025 年 10 月。检索式采用主题词与自由

词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三个主题构建：陈述性偏好

（Stated preference，Discrete choice，Choice model，Best-
worst scaling，Conjoint analysis，Choice experiment，
Contingent valuation 等）、显 示 性 偏 好（Revealed 
preference，Revealed choice，Actual choice，Actual 
behavior，Observed behavior，Observed choice，Real 
choice，Real behavior 等）、假 想 偏 差（Hypothetical 
bias，External validity 等），并根据不同数据库的检索

规则进行适当调整。

文献筛选纳入标准包括：（1）研究情境限定于医

疗服务、卫生政策、医疗保险产品、公共卫生服务等

医疗卫生领域；（2）研究对象为患者或进行医疗决策

的普通公众；（3）研究内容比较了显示性偏好和陈述

性偏好两种方法在测量同一医疗决策问题时的概念

差异、方法学比较、一致性探讨等方面。

排除标准包括：（1）研究背景非医疗卫生领域（如

交通、环境、农业经济等）；（2）仅单独使用SP或仅单独

使用RP方法；（3）缺乏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的研究。

初步检索获得 1 619篇文献，由两名研究者根据

纳入、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首先基于标题和摘要

进行初筛，再对潜在符合条件的文献进行全文评估，

筛选过程中的任何分歧通过内部讨论解决，最终纳入

9篇文献。确定最终纳入文献后，采用预先设计的数

据表进行信息提取，主要包括研究基本特征（如作者、

发表年份及研究地区）、研究对象和情境、样本量、显

示性偏好与陈述性偏好的具体研究方法、两类方法的

比较方式和主要研究结论等。本研究采用定性综合

方法对纳入研究进行归纳与整合，从方法学特征、应

用场景及研究结论等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2 显示性偏好与陈述性偏好的比较研究

当前，医疗卫生领域逐渐开展联合RP和 SP数据

并比较两种偏好之间一致性或差异性的研究，主要

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比较 RP和 SP之间存在

的偏差大小；（2）分析 RP和 SP之间偏差大小的影响

因素；（3）探究减少RP和SP之间偏差的途径。

2. 1 比较RP和SP之间存在的偏差大小

在医疗卫生领域，已有少量研究尝试探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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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实验法测量的 SP与基于真实行为获取的 RP之

间的假想偏差大小（表 1）。无论是在总体还是个体

层面，RP 与 SP 之间的差异通常处于中等或偏低水

平，而利用选择实验法测量的 SP对实际行为的预测

准确性则通常处于中等或偏高水平，这与 2018年一

项对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DCE）
测量的 SP 与现实选择进行比较的综述研究结果一

致。［24］在个体层面，SP对 RP的预测准确率在 53%至

80%之间。［18， 22， 23］在总体层面，多项研究从健康干预

和医疗决策角度评估了 SP预测与实际选择之间的偏

差。例如，关于父母对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偏好［18］、
2型糖尿病患者参与联合生活方式干预的偏好［22］以
及公众对精准医疗的偏好研究［20］，均发现 SP预测与

实际选择之间的差异不超过 10%。此外，当比较不

同医疗服务方案的选择分布或市场份额时，现有研

究仍表明，SP预测结果与实际观察值之间可能存在

一定程度的偏差。［21， 23］

2. 2 分析影响RP和SP之间偏差大小的因素

当前，医疗卫生领域针对RP与 SP之间假想偏差

的研究仍相对有限。然而，当 SP方法得到的预测结

果与个体实际选择不一致时，探究偏差产生的影响

因素对于提高 SP结果的预测效度以及探索减少偏差

的策略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个体特征、社会支

持及分析模型可能是影响假想偏差产生及偏差程度

的重要因素（表2）。

具体而言，HULS等［25］在结直肠癌筛查中发现健

康状况更佳且在参与筛查决策中获得更多来自全科

医生支持的个体，其 SP 与 RP 一致性更高；DE 
BEKKER-GROB 等［27］在流感疫苗接种研究中发现，

阻碍个体按照自身偏好做出行为决策的因素涉及目

标冲突、宗教信仰、恐惧以及社会规范等。因此，探

索影响 RP和 SP之间偏差大小的因素时应关注个体

内部特征与外部情境约束的综合作用。

此外，SP 数据的分析模型复杂程度也是影响假

想偏差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比较了不同模型在 SP
与RP一致性上的表现：从最简单的假设偏好同质性

的标准多项式 logit 模型，到考虑系统规模异质性的

异方差 logit模型，再到允许偏好异质性的异方差 logit
模型，以及同时考虑系统规模异质性、偏好异质性及

截距随机性的模型。［25-27］在决策理论方面，除传统的

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外，也有研究尝试应用后悔最

小化模型（Regret Minimization Framework）。［27］研究证

据表明，无论在总体还是个体层面，当模型同时考虑

系统规模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时，SP预测实际行为

的准确性更高，偏差程度更小［25-27］；而对于不同决策

理论的应用，目前证据仍有限，仅有一项研究显示，

在同时考虑系统规模异质性、偏好异质性和参数随

机性的条件下，基于后悔最小化理论的模型可进一

步降低SP与RP之间的偏差［27］。

表1　比较RP和SP之间存在偏差大小的研究

发表年份

2015

2019

2022

2015

2015

第一作者

LAMBOOIJ M 
S［18］

REGIER D A［20］

SALAMPESSY 
B H［21］

SALAMPESSY 
B H［22］

KRUCIEN N［23］

研究对象

尚未符合乙肝疫苗

接种条件的新生儿

父母

近期有医疗保健经

历的公众

四家医院乳腺癌患

者和白内障患者

2 型糖尿病患者

接受睡眠呼吸暂停

检查的患者

样本量 
（RP/SP）

247/896

未报告/
1 124
1 740/1 740

54/206

138/138

RP数据来源

荷兰国家

Praeventis数据库

美国Genomic 
Health年度报告

荷兰医保数据库

/国家数据库

病历和问卷调查

法国Decision 
board调查

个体/总体

水平比较

个体/总体

总体

总体

个体/总体

个体/总体

RP和SP的差异

个体水平一致性： 80%；

群体水平： 实际84%， 预测76%。

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相关性>90%；

均方根预测误差为0. 11。
预测患者比： 7. 4%， 8. 5%， 58. 5%， 
25. 6%； 
实际患者比： 17. 7%， 27. 3%， 21. 7%， 
33. 3%。

个体水平一致性： 74. 1%； 
群体水平： 预测70. 1%， 实际75. 9%。

个体水平一致性： 53. 6%； 
群体水平： 预测市场份额分别为

36. 1%、48. 0%、15. 9%， 实际市场份

额分别为55. 7%、41. 4%、2. 8%。

敏感性/
特异性

0. 92/0. 15

无

无

0. 80/0. 44

无

注：SP数据均通过离散选择实验获取；除KRUCIEN的研究采用广义多项式 logit模型以外，其他研究均采用混合 logit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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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探索RP和SP之间偏差的影响因素及减少方法研究

发表

年份

2022

2019

2020

2020

第一作者

HULS S P I［25］

DE BEKKER⁃
GROB E W ［26］

DE BEKKER⁃
GROB E W ［27］

DE CORTE K［19］

研究

对象

55~75岁

居民

接 种 流

感 疫 苗

的 60 岁

及 以 上

人群；接

受 结 直

肠 癌 筛

查的 55~
75 岁 人

群

60 岁 以

下 适 合

接 种 流

感 疫 苗

的人群

献血者

样本量

（RP/SP）
568/568

流感疫苗接种： 
1 429/1 429； 结
直 肠 癌 筛 查 ： 
1 421/1 421

377/377

23 981/23 981

RP
数据

来源

线上问

卷调查

模仿现

实世界

选择的

问卷调

查

荷兰疫

苗接种

登记数

据库

英国

PULSE
数据库

个体/总体

水平比较

个体

个体/总体

个体/总体

总体

分析模型

多项Logit模型（1）
加入系统偏好异质
性 的 多 项 Logit
模型（2）
加入规模异质性的
多项Logit模型（3）
加入系统偏好异质
性和规模异质性的
多项Logit模型（4）
在模型（4）基础上
添加随机截距模
型（5）
多项Logit模型（1）
加入系统规模异质

性 的 多 项 Logit
模型（2）
在模型（2）基础上

加入系统偏好异质

性 的 多 项 Logit
模型（3）
在模型（3）基础上

加入随机截距模

型（4）

决策理论（随机效
用最大化/随机后
悔最小化）； 多项
Logit模型（1）
加入系统规模异质
性 的 多 项 Logit
模型（2）
在模型（2）基础上
加入系统偏好异质
性 的 多 项 Logit
模型（3）
在模型（3）基础上
加入随机截距模
型（4）

有序 logit模型

RP和SP的一致性/差异性

模型（1） 89. 87%，模型（2） 
89. 81%， 模型（3） 89. 65%，

模型（4） 89. 87%， 模型（5） 
不收敛

流感疫苗接种的个体水平一致

性： 模型（1） 56. 8%， 模型（2） 
59. 6%， 模型（3） 74. 6%， 模型

（4） 81. 6%； 
群体水平： 实际 64. 5%， 预
测： 模型（1） 73. 3%， 模型（2） 
76. 6%， 模型（3） 66. 2%， 模型

（4） 65. 9%
结直肠癌筛查的个体水平一致

性： 模型（1） 80. 6%， 模型（2） 
89. 9%， 模型（3） 90. 5%， 模型

（4） 91. 2%； 
群体水平： 实际92. 9%， 预测： 
模 型（1） 97. 4%， 模 型（2） 
96. 6%， 模型（3） 95. 2%， 模型
（4） 95. 0%
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下个体水
平一致性： 模型（1） 56. 1%， 模
型 （2） 53. 9%， 模 型 （3） 
80. 0%， 模型（4） 90. 8%； 
群体水平： 实际 65. 0%， 预
测： 模型（1） 66. 4%， 模型（2） 
62. 1%， 模型（3） 66. 9%， 模型
（4） 63. 8%
随机后悔最小化理论下个体水
平一致性： 模型（1） 59. 0%， 模
型 （2） 54. 5%， 模 型 （3） 
79. 1%， 模型（4） 91. 1%； 
群体水平： 实际 65. 0%， 预
测： 模型（1） 74. 4%， 模型（2） 
63. 9%， 模型（3） 77. 9%， 模型
（4） 68. 5%
假想偏差： 男性的平均捐赠

频率差异从预调查的 0. 71
次/年降到正式调查的 0. 55
次/年；女性从0. 37次/年降到

0. 04 次/年；中介作用解释了

女性假想偏差的 86%，男性

假想偏差的29%。

偏差的影响因

素/减少方法

SP 与 RP 匹配的

个 体 通 常 更 健

康，且认为全科

医生对其筛查决

定 的 支 持 更 重

要。

DCE 备选方案数

量及分析模型的

复杂程度。

态度、社会支持、

计划行动、障碍

和意图。

事前迭代调查设

计（通过大规模

的预调查提供假

想偏差的初步估

计并优化属性及

水平）、事后识别

影响 SP 准确反

映 RP 的约束因

素并作为中介纳

入分析。

注：SP数据均通过离散选择实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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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偏差的大小还可能受病种特异性和决策严

重性影响。DE BEKKER-GROB等［26］研究发现，在相

同“最优分析模型”条件下，结直肠癌筛查的个体预

测一致性（97. 1%）高于流感疫苗接种（93. 6%）。由

于模型因素已得到控制，这一差异可能源于疾病性

质不同：与流感疫苗接种这种“预防性决策”相比，结

直肠癌筛查更接近“生死决策”，患者在面对后者时

更倾向于谨慎和规避风险，其 SP与实际行为之间的

偏差也更小。

2. 3 探究减少RP和SP之间偏差的途径

减少 RP 与 SP 之间的假想偏差、提升 SP 结果的

外部效度，从而获得更为准确的偏好证据，对于支持

卫生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针对如何有效

降低假想偏差的研究仍相对匮乏。DE CORTE 等［19］

指出，假想偏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SP调查设

计不完善，难以充分反映受访者真实偏好；二是外在

约束因素影响了 SP与RP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其提

出了相应的改进路径：一方面，通过事前开展迭代式

调查优化 SP研究设计，例如利用预调查初步评估假

想偏差，并据此调整属性及其水平设置；另一方面，

在事后分析中识别影响 SP准确反映 RP的关键约束

因素，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例如在特定医

疗情境下识别并控制未被纳入属性体系但会共同影

响个体行为的外生因素。其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迭

代优化调查设计后，假想偏差显著下降；在献血情境

中，SP与RP之间的差异部分可由“推迟献血”这一行

为解释，在对该因素进行调整后，女性受访者的假想

偏差减少了 86%，男性减少了 29%。上述发现为减

少假想偏差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相关证据仍有待进

一步丰富，未来亟需开展更多系统性研究以探索有

效的干预路径。

3 存在的问题

3. 1 数据的获取面临挑战

DCE是研究者量化 SP的主要方法［28］，其通过分

析受访者对由不同属性及水平构成的选项集的选择

结果以获得自述偏好信息，经证明是有效且可靠的

技术［29］。优劣尺度法（Best-Worst Scaling，BWS）作为

选择实验法的另一种类型，要求受访者在单一备选

方案中选出其认为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属性及水平

以分析偏好结果，近年来BWS的应用不断增加，但实

践经验仍不如DCE丰富。这两种测量工具在量化SP

结果方面的有效性、可靠性和一致性如何，尤其是当

其针对不同决策背景或受访人群时这些指标表现如

何，当前的实证研究证据十分有限且还未达成共识。

而当出现更多 SP测量工具时，选择不同方法获取 SP
结果是否会影响假想偏差程度以及究竟如何选择适

用于不同场景的偏好获取方法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

题。此外，尽管卫生经济学和结果研究专业协会

（ISPOR）提 出 了 开 展 SP 研 究 的 最 佳 实 践 和 指

南［30-31］，但并未对具体的研究设计操作进行详细说

明。因此，无论是DCE还是BWS，仍然需要考虑如何

利用这些工具获得高质量的SP证据。

传统的 RP 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是回忆性问卷调

查和模拟实验，但回忆调查可能面临数据客观性、信

息量限制、准确性、回应率等问题，在卫生领域设计

具有激励相容机制的实验诱导受访者表达其真实偏

好也存在较高难度。随着信息化发展，医疗［32］、医
保［33］、医药［34］三大领域的真实世界研究深入推进，

RP数据的获取方式正从传统问卷调查转向基于真实

世界数据（Real World Data，RWD）的客观挖掘。基于

医保数据、电子病历、可穿戴设备记录信息等 RWD
生成的真实世界证据（Real-World Evidence，RWE），

能够动态捕捉偏好变化趋势，用于对 SP模型进行实

时校验与参数校准，使预测更贴近临床实际。但是

RWD的获取仍存在挑战，如医保数据主要覆盖参保

人群的就医行为，对于自费（如非处方健康产品）或

具有公共卫生性质（如疫苗接种）的干预选择可能没

有记录；利用电子病历涉及隐私，可能面临复杂的伦

理审查问题；不同品牌的可穿戴设备系统之间也可

能存在数据壁垒，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因此，获取客

观、高质量的真实行为数据也面临一定挑战。

3. 2 假想偏差的理论基础有待深化

对于 RP 和 SP之间产生假想偏差的潜在驱动因

素或理论解释，无论是在医疗卫生领域还是其他领

域，尚未形成定论，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剖析差异性产

生的根源。［35］有学者将假想偏差归因于具有假设性

质的 SP缺乏后果性或缺乏激励相容性［11］，具体表现

在受访者做出 SP问题回答后，当前处境并不会改变

（既无实际收益，也无须承担责任）［36］，也不会产生任

何即时的后果，而只是满足了研究人员的需求，因此

受访者缺乏动力在调查中做到实事求是。另一种假

想偏差的解释是社会期许效应，当 SP研究背景呈现

道德性或亲社会性特点时，受访者可能会选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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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研究者看来更符合社会需要或更利他主义的

选项，尤其是针对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公共产品。［12］

其他学者还提出计划行为理论［19］、认知失调作用［37］

等来试图解释假想偏差来源，但目前为止，尚未发展

出一般广义性的假想偏差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受访者

的RP和SP会存在差异［9］。

3. 3 对比研究的方法学面临挑战

医疗卫生领域对于 RP 和 SP的比较应用仍处于

探索阶段，未发现相关的最佳实践和指南共识以指

导研究设计或对比分析，在方法学应用上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样本总体层面的对比分析中，就属性

及水平对应关系而言，现有研究的常见做法是将受

访者在真实场景下接受医疗服务所具有的特性映射

到 SP研究所纳入的属性及水平，再利用 SP分析模型

的参数估计计算接受概率；当真实场景下的医疗服

务有众多选择时，如何科学地将实际行为选择对应

到所研究的属性及水平取值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

对比指标方面，使用预测接受率和实际接受率评估

单一方案选择的偏好差异较为常见，但在可选择不

同方案的情景下，如何确定合适的对比指标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此外，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样本内

和样本间的差异对比结果也会存在差异。［38］

无论是总体还是个体层面的偏好对比，确定合

适的分析模型也至关重要。目前研究中使用的分析

模型包括标准多项式 logit 模型、纳入规模或偏好异

质性的异方差 logit 模型、混合 logit 模型、广义多项

logit模型等，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型预测总体和个体层

面的偏好结果，现有研究也缺乏对具体过程的详细

介绍。模型选择时，既要考虑预测准确性，也要谨慎

过度拟合，更优的模型拟合不一定会产生更准确的

预测。［27］这些均是后续研究者在开展偏好调查与RP-

SP对比过程中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4 小结

近年来，医疗卫生领域逐渐关注 SP结果的外部

效度及其与 RP 之间的假想偏差。尽管已有少量研

究尝试评估RP与 SP之间偏差的大小、影响因素及其

校正方法，但总体证据仍较为有限。随着“以患者为

中心”日益成为卫生政策制定的重要导向，系统探究

RP 与 SP 之间的偏差，不仅有助于提升 SP 方法在健

康经济学与卫生决策中的可信度与应用价值，也有

助于促进医疗服务与患者真实偏好的匹配，从而提

高治疗依从性并改善健康结局。然而，在医疗卫生

领域开展RP与 SP的比较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

高质量RP与 SP数据的获取、偏差形成机制的理论阐

释，以及对比分析方法的规范化等，亟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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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性肝病首次纳入WHO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框架

2026 年 5 月，《脂肪性肝病：全球非传染性疾病

应对工作中缺失的环节》在第 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上

正式获得通过，这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该决议首次将脂肪性肝病正式纳入全球非传染

性疾病防控体系，使其成为继心血管疾病、癌症、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和精神疾病之后，第 6个被

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全球重点非传染性疾病。据世

卫组织官方数据，当前全球约 17亿人口受脂肪性肝

病影响，是增速最快的慢性肝病类型，其发病与不健

康饮食、肥胖、缺乏运动等可干预危险因素高度相

关，同时与 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代谢类疾病存

在紧密关联，未及时干预可逐步进展为肝硬化甚至

肝癌。

决议明确要求各会员国将脂肪性肝病纳入本国

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战略，更新现有慢病监测框架纳

入肝脏健康相关指标，将脂肪性肝病的筛查、诊断与

管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卫生服务包，重点覆盖儿童、

青少年等高风险人群。同时要求世卫组织为成员国

提供配套技术支持，每两年向全球通报一次相关防

控工作进展。

该决议标志着肝脏健康首次被正式纳入全球公

共卫生优先议程，将推动各国加大相关公共卫生资

源投入，带动基层无创筛查技术普及、公众健康认知

提升，填补此前全球慢病防控体系中肝脏健康板块

的长期空白。

（摘编自：WHO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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